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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一　　问题的缘起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用事实为清末的君主立宪与共和

立宪之争做出了结论。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怀有建

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美好理想，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斗

争。原立宪派人士，虽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与革命党人不尽相

同，但亦有建立运行有序的法治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的热切愿

望。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即向来访的记者宣称：“中华

熊希龄在就任国务总理后宣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 布：

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

也。” 学习西方共和制国家，立法建制，以法治国，在当时形

成一股颇有声势的社会思潮，法政（法律）学校的纷纷建立，法

律书籍的大量出版，各界人士对制定民国宪法问题的高度关注及

关于宪法内容的热烈争论，以及各种报刊上众多谈论法律、法制

问题文章的刊载，可以说是这股思潮勃勃涌动的生动表现。

与此同时，在革命党人和一些原立宪派人士的努力下，先后

《在南京答〈大陆报 记者问》，《孙中山全集》， 卷，中华书局第 年

版， 页。第

《在参众两院议员暨各党代表茶话会上演说辞》，《熊希龄集》（上），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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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临时参

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正式国会，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

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以及一批涉及经济社会生

活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建立共和民主的法治国家进行了积

极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幼稚和软

弱，这些努力终归于失败，但这些立法活动及其成果，在促进中

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法治社会的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

用，对当时及此后的政局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

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　　相关的研究

关于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问题，尚未见学界论及。关于民初

国会的立法建制问题，则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

辛亥革命后及民国时期，即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近代议会

史、法制史或立法史的著作，如《参议院一年史》（林长民著，

载《庸言》第一卷第四号）、《中华民国开国史》（谷钟秀著，上

海泰东图书局 年版）、《中华民国宪法史》（吴宗慈著，东方

印刷局 年版）、《中国立法史》（顾敦鍒著，苏州木渎心正堂

年）、《近代中国立法史》（杨幼炯著，商务印书馆 年

版）等。这些著作中部分内容涉及民初国会及有关立法活动的一

些情况，但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对当时有关情况多为一般性

的叙述和归纳，尚缺乏深入的分析。

在建国后的 多年中，除少数论著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有所评述外，关于民国初年国会立法建制中的其他问题缺乏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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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报刊陆续的研究。近 发表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

议会及立法情况的论文数十篇，代表性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的

立法建制》（唐上意，《近代 年第 期）、《试论民史研究》

国的议会政治》（林增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第 期）、《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张学继，《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等。这些论文主要对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情

况和民初几个立法机关的性质及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有

关辛亥革命史和民国史的专著，如《辛亥革命史》（章开沅、林

增平主编，人民出版社版）、《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中华民国史》（李新等主编，中华书

局版）等，对于民初立法机关的建立和立法问题，亦均有所论

述。我国台湾学者涉及此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张玉法《民

国初年的国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期）、研究所集刊》第

《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期）、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正中书局 年版）等。这些论著或就

民国初期立法机关的组建及运作的主要情况，进行介绍评论，或

就此时期某些立法成果，主要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分析评介，有

的则主要是汇集了相关资料。

国外，日本、欧美特别是美国，近 年来，均有相当数量

关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发表，但有关民初国会立法问题的论

著，所见不多。其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产生与宋教仁》

日（ 松本英纪，《立命馆史学》，第 号）、《临时约法的性质与

背 日景》（ 渡边龙策，《中京商学论丛》 期 ），尚，第 卷第

可称为是关于此问题的专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中文版）中“革命后的政治风云”一章，亦涉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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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议会及立法活动的某些情况。

综上所述，关于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问题，已有

某些研究，但尚有待研究或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还相当多，

如：民初革命党人、原立宪派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推翻封建专制制

度，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问题的认识；法政（法律）学校建

立和法律书籍出版的情况；各界人士对民国宪法问题的关注，民

国初期的几个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规则、程序以及实际的运行情

况；南京临时参议院维护法制的种种努力；北京临时参议院有关

官制、官规和经济社会问题立法的情况；第一届国会（一期常

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及对此宪草的分析评价，

等等。此外，还需要将民初法治思潮与国会立法建制的情况，作

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

究，对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做出较为

全面与适当的评价。

三　　本书的思路与基本框架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建立之初，

革命党人和一些原立宪派人士，怀着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

国家的美好理想，积极鼓吹以法治国，依法行事，法政（法律）

学校纷纷建立，法律书籍大量出版，各界人士对制定宪法问题高

度关注，并对宪法内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

的法治思潮。

同时，辛亥武装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及一些原立宪派人

士的努力之下，南方独立各省及北方一些省份的代表组成各省都

督府代表联合会（或称各省代表会），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组织大纲》，成为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根据。此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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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以及第一届国会作为中华民国的立

法机关相继建立，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天坛宪草》），以及一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

法律、法规，如中央政府各行政机构的官制、官规、《国籍法》、

制》、《议院法》、《印花税法》等，为制定建立共和国所必需

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据作者对北京临时参议院

历次会议速记录的统计，在其存在的近一年中，共开议各种议案

件 件，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法律、法规案

但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人还不懂得，法律特别是宪法，是

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它的实施必须要有国家统治阶级的

强制力量为保证，以为一纸宪法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

就可以成为“共和政体之保障”（宋教仁语），而将其主要精力投

入议会斗争，终导致《临时约法》被毁弃，《天坛宪草》流产，

建立共和政体的努力归于失败。尽管如此，民国初年，各界人士

对以法治国，依法行事的鼓吹、呼吁，立法机构中的革命党人和

一些原立宪派人士积极的立法活动，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当时及此后的

政局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研究的重点问题，拟有以下三个：一、

民国初期法治思潮的产生及在各方面的表现；二、在辛亥革命中

及民国初年建立的几个立法机构立法活动的规则、程序及其实际

运行情况；三、此时期所制定颁布的主要法律法规具体制定过程

中的有关情况及其利弊得失。

本书第一章首先对辛亥武装起义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时期及民国初年，从新政权的建立者到各界人士对以法治国，依

法行事问题的认识，建立法政（法律）学校，出版法律书籍的情

况，各界人士对民国宪法的研究，以及为依法行事而进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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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斗争等情况，进行了考察。本章认为，在辛亥武装起义后筹建

民国政府的过程中及民国初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法

治思潮，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以法治国，依法行事的强烈愿望，这

股法治思潮是民国初年国会立法活动的思想背景，对民初法制建

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第二章对辛亥武装起义后，南方独立各省（地区）为筹建统

一的中央政权而组建的具有国会性质的机关 各省都督府代表

联合会的情况进行考察，主要论述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

和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他一些重要法律、法

规的过程及其中的主要问题。本章认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

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确定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

度，为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辛亥革命的重要

成果，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这个大纲虽存在严重缺陷，但其毕

竟是“中华民国宪法之权舆”， 其开创之功应予足够的肯定。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其他某些法律，也对此后的社会政

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章着重论述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立法活动，对其立法活动

的规则、程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他一些重要法

律、法规的制定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论述了南京临时参议院为

维护法制所进行的努力。本章认为，南京临时参议院作为一个革

命的立法机关，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立法活动本身及其成果，均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南京临时参议院为施行和维护法制而进行的努力，亦为

①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 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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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记录。

第四章首先论述了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

议员人数、议员的构成、院内的组织机构、各党派力量的消长等

然后着重考察了北京临时等， 参议院最重要的立法活动 制定

《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

选举法》中的主要问题，并对北京临时参议院立法活动的程序、

规则及其本身遵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北

京临时参议院的议事活动是西方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

实验，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大部分参议员，怀有建设民主共和国家

的理想，初具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常识，也比较了解国家的历史

与国情。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把中国

建设为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制定或审议通

过了一批涉及国家生活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其对国人思想观

念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应忽略的。

第五章论述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一期常会）时期的法制建

设情况，着重考察其制定《议院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天坛宪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本章认为，第一届国会（一

期常会）时期，革命党人与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袁世凯之间的矛

盾日益激化，并发生了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的部分国民党籍议

员，基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理想和对宪法效力的不切实际

的幻想，力图制定出一部民主共和制的正式宪法，并为此做出了

种种努力，与袁世凯及各种反对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在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其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之后，一

部分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国会议员终于觉醒，与国民党籍议员

加强了团结合作，终使《天坛宪草》冲破袁世凯的种种阻挠破坏

而问世。《天坛宪草》后虽以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悲剧告

终，但其所体现出的民主共和精神仍产生了积极的、长远的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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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部分国会议员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坚持斗争的精神，则更显

得难能可贵。

结论一章对民初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总体性的评

价，认为，民国初期的法治思潮是清末立宪思潮在辛亥革命推翻

封建专制制度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表现了革命党人和各界

人士要求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的强烈愿望。这股勃勃

涌动的法治思潮对国会的立法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初

年对以法治国的舆论鼓吹和国会的法制建设活动，是我国在由传

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次可贵的努力和尝

试。虽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与软弱，这一努力在以袁世凯

为代表的封建军阀集团的阻挠、破坏和镇压下归于失败，但是，

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为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所进行的努

力，对当时及此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

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其所具有的积极

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人治向法治

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及各界人

士对以法治国问题的认识，以及立法建制的种种努力、取得的成

果及最终失败的命运，或可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按：本书中所谓“民国初年”，下限定在 年底，理由

如下：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一些原立宪

派人士，热望将中国建为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并为此进行了积

极的努力。另一方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则极力阻

挠、破坏这一进程，坚持实行封建专制政治。这两种势力的激烈

较量，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的主要内容。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

革命党人手中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袁世凯控制了全国政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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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年 月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证书、徽

章，继而解散国会，残留在国会中的民主共和力量亦风流云散。

于是，由辛亥革命而形成的政治局面彻底扭转，中国由此进入北

洋军阀的统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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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用事实为清末的君

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争做出了结论。民国初年，以法治国，依法

行事，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是革命党人及一些原立

宪派人士的强烈主张，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斗争。这一主

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以法治国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舆

论，同时，法政（法律）学校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法律书

籍大量出版，汇为一股勃勃涌动的社会思潮，而社会实际生活中

因是否依法行事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则成为这股法治思潮涌动

中激起的浪花。

一　　以法治国的社会舆论

中华民国建立后，在欢呼庆贺中国社会这一历史巨变的同

时，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到各界人士纷纷强调，这个新建立的国

家，应是一个尊崇法律，依法行事的法治国家，以法治国的言论

发于多种场合，载于各种报刊。各界人士还对制定宪法问题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对宪法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法治国成为普

遍的社会舆论。

（一）革命党人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有强烈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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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多的了解，他们在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之

后，一致强调，制定宪法和法律，以法治国，是使中华民国的民

主共和制度得以确立并巩固，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保障，立法建

制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月年 日南京临时政府甫经成立，孙中山在会见记者

时即宣称“：中华民国建立伊始，宜首重法律。”在作为南京临时

政府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成立之时，孙中山亲率内阁成员前往

祝贺，并致颂词，极言立法工作之重要，称参议院“所议者国家无穷

之基，所创者互占 亘古 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

也五族之人受其祸。” 认为由作为人民代表的立法机关立法建

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亘古伟业，其得失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各族人

民的命运，这表现出孙中山对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制国家

的极端重视。故而，孙中山任命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对法政素有

研究的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在较短时间内，编制并经

参议院通过了一批民国建立后所亟须的法律法规。

当 年初第一届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际，孙中山所属望

正式国会的，是制定出一部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宪法。他认为，

一部好宪法“为立国之根本”“，国会开幕后，辟头第一事须研

究一部好宪法。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

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

《在南京答 大陆报〉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 年版，第

《祝参议院开院文》，《孙中山全集》第 卷，中华书局 页。

《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年卷，中华书局

页。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卷，中华 年书局

页。

卷，中华书局

页。

年版，第

版 ，第

版，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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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也是以法治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对制定民国宪法问题同

样极为重视，认为民国宪法问题为“现今最重大者”，将来民国

他称制定宪的政治前途“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 法为“建设

共和国家之第一著”“，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并将

制定宪法作为“吾党莫大之责任”。 一心要将中国建成民主共

和制国家，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更将宪法视为“共和政体之

保障”。

王宠惠是革命党人中的法学专家，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

后又留学日本、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对于以法治国问题的关

注，充分体现在其所著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书和其拟就的《中

在《中华华民国宪法草案》中。 民国宪法刍议》中，王宠惠认为，

“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必其宪法良好，国本稳定，乃足以自

存”，把制定一部好宪法提到了关系国家能否“自存”的高度。故

此，他提出，对宪法问题“国民皆有研究之责”。

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

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鼓吹以法治国，建立

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和各种法律问题的文章连篇

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

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在民初的报刊中，《民立报》的这一特

年版《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黄兴集》，中华书局 ，第

《（民国）月刊 号。出世辞》，《民国》第 卷第

《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中华民国宪法刍议 年 月由上海南华书局出版，同年 月国民党粤支

部再版 日至。 月笔者所见，为自 年 月 日分 次，陆续刊于《大公报》者；其

章 条，每条后拟 日均就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 附有说明，自 年 月

次陆续刊于《大公报》。当时的《民立报》也刊载了这两篇著作。

页。

月 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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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十分突出的。

此外，孙中山明令取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一

事，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革命党人对实行以法治国的坚决态度。

年 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见上海报纸语杂

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即拟定了一《暂行报律》，且未经呈孙

中山交临时参议院通过，即予发布。此《暂行报律》对新闻出版

问题作了三项规定“：（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

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

咨部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共和国体有破

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

求更正不履行，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且不

论此《暂行报律》所规定的三项内容是否妥当，此事本身违反了

立法程序，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误，立即引起报界的强烈反对。

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十多家报社联合致电孙中山，指责“内务部擅

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

界全体万难承认”。

孙中山接到此电后，即令内务部取消了《暂行报律》，令

称：“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

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

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 同时，孙中山复电报界俱进会

及各报馆，说明“民国一切法律，须经参议院议决发布，乃生

《梅川日记》，《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

月《上海报界上孙大总统电》，《申报》 年

《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孙中山全集》第 年版，

页。

年版，第

日。

卷，中华书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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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此次内务部所布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应作

此后风波遂息。当时上海具有一定影响无效”。 的各种报纸达

十数家，政治背景复杂，其中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举

措不时加以批评及攻击者，时有所闻。舆论界的这种“语杂言

庞”，或于当时革命党人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统治有所

不利，但在限制舆论还是尊崇法治两者之间，孙中山还是选择

了后者，这既显示出其恪守政治原则的坚定性，更表现出对以

法治国理想信念的执著和容纳各种声音的气魄。

革命党人将宪法和法律视为共和制度生存的首要因素和根本

保障，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这种认识当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

根本，没有认识到要巩固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关键在于革

命党人要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力量，但是他们欲将中

国建为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则代表了中

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二）社会各界的积极鼓吹

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

要求和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如梁启超在清末

就成为一个以法治国论者， 中华民国 月建立后，梁于 年

就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他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

治国为要图。” 清末著名立宪派分子熊希龄就任国务总理后不

久，在一次招待国会议员和各政党代表的茶话会上宣称“：鄙人之

《复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 年版，

页第 。

②邱远猷：《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光明日报 年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饮冰室合集 年版，

页。第

卷，中华书局

月 日。

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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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治国是也。⋯⋯欲使中

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制 伍廷芳早年曾留英攻读法学，国不可。”

清末 年）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民国建立后又（

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更是一个以法治国的积极鼓吹者和实

践者。他甚至认为“国家之强弱全视乎法制 并对沪督之精神”，

陈其美不依法行事，越权滥捕的行为进行了批驳和斗争（详见本章

第四节）。辛亥革命以后，这些人在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制国

家这点上，与革命党人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同时，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

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其中，《法律 对中与道德》一文，

华民国建立以来，国人以研究法学为当务之急，“从事斯学者尤

盛”，以及法政学校的建立“时有所闻”，学习法政者“骤增”的

情况，给予肯定，认为“今谋强国之方，首在修明法学”，西方

国家“其所以致今日之强盛，皆其法治之功，吾国不欲强盛则

已，苟欲生存于此竞争剧烈之场，舍取西人之法制尽施吾国，其

莫道由”。作者将西方国家的强盛皆归于其“法治之功”，不免显

《在参众两院议员暨各党代表茶话会上演说辞》，《熊希龄集》（上），第

页。

法国宪政通诠② 序》，《伍廷芳集》，中华书局 年 页。版，第

③笔者所见刊有上述言论的报刊主要有：《申报》、《民立报》、《大公报》、《国

民》、《庸言》、《不忍》、《东方杂志》、《法政杂志》、《宪法新闻》等等，及《宪法新

闻》的“舆论择要”栏转载的《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中国公报》、《民视报》、

《时报》、《大共和日报》、《国华报》、《新民日报》等报纸的文章。同时，当时最有影

响，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东方杂志》在每期的“中国大事记”栏中，刊载了所有经

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正式国会（一期常会）议决的法律法规案，以及未经临时参议

院议决，由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教令”的形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同时《大公报》

也在“法律”栏或“要件”栏内刊登了这些法律、法规。

④李进著，载《东方杂志》 号。第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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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简单和片面，而且以为只要“取西人之法制尽施吾国”，即可

使中国走上强盛之路，即可以在“竞争剧烈”的国际社会争得生

存的空间，对西方国家法制的推崇更是到了迷信的程度。但这也

确实充分表现了当时国人对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法治国家的

强烈渴求和美好憧憬。

此外，张东 在荪的《法治国论》一文，亦尤为引人注目。

此文中，张氏首先极言法律对中华民国的重要，并驳斥了“开国

之初可无需于法律”的说法，指出此言为“全国民所深恶而痛

绝”。他在援引卢梭“有法律者为共和，无法律者为专制”的名

言后，疾呼今日中国已为共和之国“，乌得而无法律”！

张氏认为，人们制定宪法和法律“，日趋于法治”，这是“人

类以理性之向导”而共同要走的一条路，是“人类进化之倾向”，

中国不能独背于这一人类发展的“公理”。且“今日之各国皆尚

法治，我处其间，苟不步其后尘，非但不足以图存，且对内亦不

足自立”。把人类社会生活由无序向法治的进步和发展归结为

“理性之向导”的作用，这当然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无法克服的缺

陷，但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法治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则

是符合事实的。其呼吁我国要追赶这一世界发展潮流，建立法治

国家，以在列强竞相逐鹿的世界上“图存”和“自立”，无疑符

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张氏十分重视民众的法律意识对于以法治国的重要，他认

为，实行以法治国不仅在于“政府能维持法律”，且更在于“国

民之能担保法律”，如国民没有维护法制的意识，对破坏法律的

现象熟视无睹“，一任其破坏法律”“，则虽法律多如山积，而亦

等于死物。盖法者不能自言自动者，必有人焉拥护之，保障之，

①载《庸言》第 卷第 号。本节以下所引张东荪之言论，皆出自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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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始有效。”作者指出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由

于长期实行封建专制政治，造成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多取漠不关心

的态度，欲实行法治尤须对民众进行普遍而长期的法制教育，逐

渐唤起和培养广大民众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意识和观念，否

则，“虽法律多如山积，而亦等于死物”的情况，将势必难以避

免。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宣传教育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显然是均不具备的。

张氏在关注民众遵守法律维护法制意识的同时，对于国家

的统治者、国家行政机关遵守法律，依法行事，对建成法治国

家的重要性，给予更多的强调。他指出：“法治国者，不仅是人

民之守法，尤必国家各机关之行动一一皆以法律规定为准绳，

然后法治国庶几可得而成。⋯⋯仅有人民守法于下，而政府违

法于上，则法治国终无由以成，且此种为专制国顺民之现象，

不可以法治国相比拟。故吾人苟欲进中国为法治国，不当仅求

人民之守法，亦应求政府之守法，夫政府能守法于上，而后人

民始可守法于下。”张氏的这一阐述触及以法治国，建立法制国

家的关键问题。树立政府须守法，“国家各机关之行动一一皆以

法律规定为准绳”这一近代法制国家的观念，以及完成以此观

念为指导的实际上的转变，是中国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近代法

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的新的观念和必须要完成的

一个转变。由于中国社会在以往的数千年中实行的是封建专制

政治，缺乏法制传统，帝王的旨意即为法律，政府行为尤其缺

乏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要确立这样的新观念及完成实际上的转

变，将是一个极其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这又是欲将中国建成

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必须要完成的一个转变过程。如果这一转

变不能完成，那将正如张氏所言“法治国终无有以成”。由此观

之，张氏的这一论述尤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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